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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铁川

  中国古代有无私法，学界争论迄今未止。笔

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私法，这里从中国古代和罗

马私法中家庭法的不同，加以说明。

  第一，古代罗马逐渐限制堕胎、弃婴和杀婴

的行为，而中国古代法律却对堕胎、弃婴和杀婴

这类行为没有明确限制。

  公元374年，瓦伦丁尼安皇帝下令禁止堕胎、弃

婴和杀婴的行为，将这三种行为以杀人罪规定在罗

马刑法中。罗马刑法认定胎儿是一个生命即为实质

意义上的人。罗马法规定孕妇之所以免拷打、讯问及

推迟执行死刑，乃因法律认为胎儿是一个生命体。

  中国古代的法典没有明确规定禁止堕胎、弃

婴和杀婴的行为。虽然有的皇帝是出于增加人口

的想法，也曾下令禁止溺婴、杀婴，但并不一以贯

之。所以，堕胎、弃婴和杀婴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诗经·小雅·斯干》：“乃生男子，载寝之床，

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

衣之裼，载弄之瓦。”说明周朝以来，父母对生男

生女有截然不同的态度，故后世对生男叫“弄璋

之喜”，生女是“弄瓦之喜”。生男孩高兴地把他放

在床上，下体遮以衣裳，给他珪玉玩耍，表示男子

将来要到外面活动，要做官。而生女孩，将来不过

是在家劳动和纺织，没有出息。 
  《韩非子》记载，当时的风俗是“产男则相贺，

产女则杀之”。自先秦至明清，溺女事件史不绝

书。溺男在唐以前不时出现，宋以后少见，因唐以

后赋役制度改变，人口税前重后轻，穷人不存在

因徭役重而淹毙男孩的问题了。所以，历朝政府

的赋役制度是造成溺婴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更深

层次的原因，则如史学家冯尔康先生在其所著

《去古人的庭院散步》中“溺婴的父母”所言，封建

时代子女是属于家长的，家长就有权来处置他的

教育、职业、婚姻、交友，这个权利也包括对婴儿

的杀害权。历朝政府没有保护婴儿的法令，溺婴

并不犯罪。溺婴既然是家长的权利，它当然就是

合理的，道德的。“人一出世，就应当有生存的权

利”不是封建时代的道德观念，而是近代的意识，

这正是我们要批判封建主义的地方。不但统治者

不讲人道，连父母也不讲人道，所以那是不文明

的社会，终究会被比较合理的社会制度所取代。

  第二，古代罗马逐渐禁止家长出卖和虐待子

女，中国古代法律却始终允许家长“和卖”子女。

  对家长出卖子女权利的限制和虐待子女行

为的禁止。戴克里先皇帝执政时废除了家父出卖

子女的权利。一个世纪以后，君士坦丁虽然恢复

了家父对子女的出卖权利，但规定只适用于贫

穷、无力抚养子女的家父。优士丁尼又将家父的

出卖子女权限于新生儿和特别情况，并且日后家

父可以提供价金或其他奴隶使他们恢复生来自

由人的身份。优士丁尼还规定家父不得虐待家子

或家女，如果他强迫家女卖淫或使家子与猛兽格

斗，家父则丧失对他们的支配权，子女由此脱离

家父权的支配。优士丁尼规定，除非家境困窘，家

父不得出卖子女。若因贫困出卖子女，到生活好

转或有其他替代物时，则必须赎回子女。

  中国古代把人口贩卖分为“和卖”“略卖”“掠

卖”三种类型。“和卖”被视为合法行为。《唐律·贼

盗》规定：不和为略。十岁以下，虽和亦同略法。

意思是说，被拐卖的人如果不同意的，就属于

“略卖”。倘若被拐卖的人是十岁以下儿童，即使

知情或自愿卖身，也一律按略卖人罪论处。大明

律规定“十岁以下，虽和，亦同略诱法”。而后两种

“略卖”“掠卖”才被视为非法行为。所谓“略卖”是

指采取威胁利诱各种欺骗手段，将一般平民或其

子女买来而再卖出去；而“掠卖”是指暗中绑架，

掠到人口，再转手卖出去。这两种拐卖行为是封

建法律重点打击的对象。

  所谓双方愿意的“和卖”的人口买卖在中国

古代社会的最后阶段甚至是近代，依旧是合法、

公开的行为，所以清末沈家本在《革禁买卖人口

变通旧例议》中奏请废除“和卖”：“我朝振兴政

治，修订法律，百度维新，独买卖人口一端，即为

古昔所本无，又为环球所不题，拟请……革此习，

嗣后无论满汉官员军民等，永禁买卖人口。如违，

买者卖者均照违律治罪。”

  第三，古代罗马逐渐削弱了家长对子女的人

格和人身的控制权，而中国古代则始终没有做到

这一点。

  早期罗马法中，家父可以控制子女的任何行

为，帝国时代的一些基督徒皇帝对家父的控制权

作出了限制，并在旧法的基础上增加了家父权自

然消灭的原因，削弱了家父对子女的支配力，使

子女更易于脱离父权的支配，获得独立，加速了

宗亲家庭的解体。这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

家子担任国家高级公职，即可脱离家父权的一

定控制。二是家父把家子赶出家门不仅需要经

国家公权的许可，而且还需要得到家子的同意。

三是子女结婚与离婚原则上不以家父的同意为

必要生效条件。四是优士丁尼时代，确立了“胎

儿在财产继承事项上被视为已出生”“遗腹子被

视为如同己出”等法律原则。五是优士丁尼时期

废除了家父对子女的损害投偿权（子女代替家父

作为加害人交给他人处理）。

  与罗马法不同，中国古代汉代以降以“君为

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法典的指导思想，

父权（对子女人格和人身的控制权）始终存在。以

唐律为例，它虽然没有“父权”的字样，但“同居之

中，必有尊长，尊长既在，卑幼不敢自专”。（《唐律

疏议》“同居卑幼私辄用财条”疏议）唐律的尊长

是指父母、祖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等，虽然包

括妇女，但是，“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

夫，夫死从子”。（《礼记·郊特牲》）因此，唐律规定

尊长的特权，实质上主要是维护父权和夫权。唐

律关于父权的规定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要求子孙必须“无违”和“善事”父母、祖

父母。“无违”原则不允许子女在父母尊长面前具

有独立人格，唐律中的《斗讼》篇规定，子孙违犯

教令者，徒二年。疏议的解释是：“祖父母、父母有

所教令，于事合宜，即须奉以周旋，子孙不得违

犯。”如果“可从而违”，即予严惩。当然，如果祖父

母、父母的教令违反法令，子女不从，不为犯罪。

  二是确保尊长全面掌握和处理家财的权利。

唐律中的《户婚》篇有严禁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

“别籍异财”，违者徒三年，入于不孝罪。

  三是确保尊长对卑幼的主婚权。“父母之

命，媒妁之言”自西周以来即成为法定原则。唐

律中的《户婚》篇规定：“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

母主婚者，独坐主婚。”这一条表明尊长必须依

照法律为卑幼主婚，从反面说明子女婚姻是由

尊长决定的。即使卑幼在外地已经自行订婚，只

要尚未结婚，就必须听从尊长的安排。尊长还有

权强迫寡妇改嫁。

  既然中国古代家庭法与罗马私法如此不同，

若说中国古代有私法，不就牵强附会了吗？

法法学学洞洞见见

北宋时的登闻鼓是如何运作的

□ 殷啸虎

  登闻鼓是古代悬于朝堂之外的大鼓，凡百姓

等有冤情或重大事项，都可以击鼓上闻。胡三省

注《资治通鉴》中说：“登闻鼓，令负冤者得诣阙挝

鼓，登时上闻也。”据现有史料记载，登闻鼓是在

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步发展起来的，至隋唐时正式

成为一项法律制度。在《唐律·斗讼律》中，就有关

于“挝登闻鼓”的规定，但除了所反映的情况不能

“不实”外，没有太多的限制；对于纠正和平反错

案冤案的作用也非常有限，更多的是一种摆设而

已。到了北宋时期，登闻鼓才真正成为司法制度

的一项重要内容。

  由于登闻鼓能够起到“下情上达”的作用，对

于北宋初期致力于中央集权的君主而言，无疑是

非常有助益的。也正因为如此，对于击登闻鼓上

诉的事件，君主一般都会亲自过问。宋太宗太平

兴国九年（雍熙元年，984年）就发生了这样一起

案件：开封府寡妇刘氏与他人通奸，担心奸情败

露，忧悸成疾；又怕前夫之子王元吉去衙门控告，

便恶人先告状，派婢女去开封府控告王元吉企图

毒死自己。开封府受理此案后，将王元吉屈打成

招。后来在录问时，觉得案情有疑，便移送司录司

别勘。在别勘过程中发现了问题，将案件奏请皇

帝裁决，对王元吉“免死决徒”，即判处徒刑，按折

杖法执行杖刑。但在行刑时，王元吉大叫冤枉，他

的妻子张氏也击登闻鼓声冤。这样一来，案件便

由宋太宗亲自受理了。

  宋太宗“临轩顾问，悉见其冤状”，将开封府原

审此案的官吏都交由御史台审讯，最终查明了案

情的真相，王元吉得以平反，而原审此案的官吏则

受到了相应的处罚：开封府知府刘保勋夺俸三月，

推官张雍等主审官员夺一官勒停（免官降级），具体

负责审讯的官吏决杖流放海岛；而别勘发现问题的

司录司官吏则“赏缗钱、赐束帛”；击登闻鼓上诉的

张氏也赐帛十匹。据说开封府在审讯王元吉时，用

了一种叫“鼠弹筝”的酷刑，“极其惨毒”。宋太宗下

令对施刑的狱卒也适用此刑具，结果狱卒“宛转号

叫求速死。及解缚，两手良久不能动”。宋太宗感慨

道：“京邑之内，乃复冤酷如此，况四方乎？”

  大概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对击登闻鼓的案件

不论大小，君主常常会亲自受理。淳化四年（993

年），“京畿民牟晖击登闻鼓，诉家奴失豭豚一”，

结果宋太宗“诏令赐千钱偿其直”，并对宰相说：

“似此细事悉诉于朕，亦为听决，大可笑也。然推

此心以临天下，可以无冤民矣。”

  显然，“无冤民”是设置登闻鼓的最终目的。登

闻鼓作为一项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加强司法监督、

纠正和平反错案冤案，但在实际运作中，已不限于

刑事案件。如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大理寺详

断官仇象先等人因“议狱不当”，被开封府法官定

罪，给予“削官一任”的处罚。仇象先等人不服，“诣

登闻诉理”，宋真宗命大臣复审。复审官员认为仇

象先等人虽有过失，但“法不至追官”。于是撤销处

罚，各复旧职，而开封府的法官反过来被追责。

  也有因击登闻鼓上诉的案件中发现法律错

误，从而加以改正的。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就发

生了这样一起因婚骗财的案件：京城开封百姓娶

妻后，带着财产和妻子的陪嫁逃走了，但法律规

定，丈夫逃亡的，需六年之后才能改嫁。妻子迫于

饥寒，只得到登闻鼓院上诉。为此专门下诏规定：

“不逞之民娶妻，绐取其财而亡，妻不能自给者，

自今即许改适。”

  此外，一些具有重大争议的事项，也是通过

击登闻鼓得到解决的。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

开科取士，引起争议，进士徐士廉等人击登闻鼓

控告主考官李昉等“用情取舍”，宋太祖下令让相

关人员重考，并亲自在殿堂上阅卷，“自兹殿试遂

为常式”，“殿试”制度也由此确立下来。

  北宋前期因登闻鼓受理影响最大的一起案

件，就是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发生的左领军卫

将军薛惟吉的遗孀柴氏击登闻鼓上诉案件，从这

一案件，基本可以看出登闻鼓运作的实际情形。

  薛惟吉是宋初宰相薛居正的养子，他少有

勇力，家财万贯，又能折节下士，轻财好施，

但治家无法。薛惟吉于至道二年（996

年）去世，年仅42岁。他的遗孀柴氏

是续娶的，没有生子；前妻所生

的两个儿子薛安上和薛安

民素来与柴氏不和；柴

氏年纪轻轻，也不愿

替薛惟吉守寡。

她私藏了薛

惟 吉 留

下的几万贯财产以及大量书籍文物，打算改嫁。原

宰相、官拜右仆射的张齐贤得知后，自然不愿放过

如此好的机会，派人去求亲，双方约定了日期迎娶。

  但就在好事将至之时，突生变故。薛惟吉的

儿子薛安上一纸诉状把柴氏告到了开封府。开

封府见事关重大，涉及的都是达官贵人，不敢擅

自处理，将案件上奏皇帝。宋真宗本不想把事情

搞大，但当事双方都不服，只得将案件交由御史

台审理。而柴氏则击登闻鼓上诉，控告新任宰相

向敏中低价购买了薛惟吉的老宅，又因向自

己求婚不成，所以唆使薛安上诬告自己。

这样一来，又把另一位宰相也牵扯进

来。因向敏中是宋真宗信任并提拔

的官员，所以便召见向敏中询

问详情。向敏中只是承认

购买老宅的事情，对于

向柴氏求婚之事则

矢口否认。

  宋真宗

见状 ，便

想将案件压一压，来个冷处理。可柴氏不干，又一

次击登闻鼓上诉，一定要讨个说法。宋真宗无奈，

只得令御史台详查，结果查明向敏中所说的都是

谎话，气得宋真宗当面斥责向敏中不诚实；薛安

上兄弟之前因争夺遗产打过官司，宋真宗曾下令

不许他们变卖祖上遗产，因此低价出售老宅显然

是违反圣旨的行为。当然，柴氏私自侵吞财产的

行为也因此暴露，而且在背后唆使她几次三番

击登闻鼓上诉的，正是原宰相张齐贤的儿子、太

子中舍张宗诲。

  于是，宋真宗对此案作出裁决：张齐贤和

向敏中都被罢免职务；薛安上被处以笞刑，

并用被柴氏侵吞的财产从向敏中那里

赎回老宅；张宗诲削一任，贬为海

州别驾。当然，最倒霉的还是挑

起此案的柴氏，几番击登闻

鼓上诉，结果不仅落得

个人财两空，还被判

赎铜八斤（折抵

杖八十）。

法法律律文文化化

世说新语

  《新民周刊》第1126期文章《黄浦江“摆渡人”：那些和生命有关

的故事》中写道：上海外滩，最热闹繁华的1.5公里黄金地带，每天

有无数货船穿梭在江面上，岸边的景观步道，接待成千上万慕名而

来的游客。在热闹水道的不远处，你能找到漂在黄浦江上的“上海

市公安局边防和港航公安分局外滩水上派出所水域巡逻警务站”，

上海市公安局水上公安局外滩水上派出所的水警24小时值班

镇守。

　　璀璨霓虹倒影中，也会有悲剧发生。每年，救援船舶事故中的

落水者、黄浦江边意外落水的游客、一时冲动轻生的民众，是水上

警务站重要的工作。

　　不久前，“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与上海市公安局边防和港航公

安分局水上救护合作项目”在这里落地，120专业医生入驻警务站，

将医疗急救前移至水上舰艇，给这一管辖区域内的水上船舶事故

和落水人员抢救提供了更为专业的救援。

  在这里每一分钟都重要，因为对于溺水者来说，也许这一分钟是

生，下一分钟就是死，所以每一分钟都意义非常。在这里救人更要救

心，在警务站待的时间够长，民警们看到了人生百态，酸甜苦辣，人人

都有过不去的坎儿——— 救人也得救心。在这里想要成为水警，门槛相

当高。水性要好不必说，除了需要处理常见的警情之外，警务站内的

水警都要掌握急救技能，接受心理辅导培训，甚至还要学会如何开

船。不论压力多大，不论投浦人背后是什么动机。民警们都表示：我们

的工作如果能挽回鲜活的生命，并让他们回到生活的正轨上，是我们

最欣慰的回报。

挽回生命是民警们最欣慰的回报

  《三联生活周刊》第1123期封面文章《图像社交时代》中写道：

不知不觉，Instagram上线已经10年，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图像社交

网络，在中国，微信朋友圈、微博的图片功能，乃至小红书，都能看

到Instagram留下的影子。这些图像社交网络的初衷是为了大家用

图片去分享自己的生活，向朋友分享，也向网络上的陌生人分享，

希望通过这些照片告诉别人自己是谁，或是自己期望成为什么样

子。点赞和粉丝数，成了赞扬和认可的标准。

  然而图像社交网络更深远的影响在之后的10年里才逐渐展

现，不仅所谓网络摄影美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生活

也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为了吸引大家来“探店”“打卡”拍照，很

多餐厅、咖啡馆设计成了“网红风”，艺术展览设计成了适合拍照

发朋友圈的“网红展”，甚至餐厅中的沙拉和甜点，也被设计成适

合合影的“网红菜”。为了迎合修图软件引导的审美，有的人真的

整容成“网红脸”。然而，在图像社交网络上的生活，是真实的生

活吗？

  有人分析认为，图像是符号系统中的一种，隐含着自己的语义效

果，这意味着图像不管是不是对世界真实的再现，实际上都已经脱离

了原有的世界，不能完全反映出真实。人们相信当年的犀利哥以及

丁真的照片是对真实的再现，但那个真实，其实只是人们臆想出来的

幻象。

（赵珊珊 供稿）

图像社交网络上的生活是真实的吗

  《瞭望东方周刊》2021年第3期封面文章《冷观南北差距热》中

写道：2020年，我国经济交出一份耀眼答卷，经济总量迈上百万亿

元新台阶，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随着多地2020

年经济“成绩单”陆续放榜，新出炉的十强城市中九强仍在南方，北

京是唯一上榜的北方城市。

  一份榜单不足为据，城市排名也不能代表南北经济差异的全

部，但南北差异扩大确实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不能回避的

事实。对于南北差距，需要的是冷静分析和认真反思，既要看到北

方城市和地区的比较优势和潜力，也要看到南方城市和地区加快

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南北差距需要冷静分析 认真反思

廉
臣
范
仲
淹
的
启
示

□ 何俊

  北宋著名政治家、文

学家范仲淹，官至参知政事

（副宰相），他一生忧乐天下，开一

代廉政之风。后人称他是“大忠伟节，

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者”，是“中华

第一廉臣”。

  “观今宜鉴古”，谈廉忆范公。范仲淹中进士

之后，被派到安徽广德任职，管理狱讼。当时他要赡

养母亲，日子过得相当清贫。调离广德时，身无他物，只

有一匹马，卖了它才有了行资。后来，他在京城做右司谏时，

江淮灾情严重，数路饥馑，朝廷派他视察灾情，安抚江淮，他马

不停蹄，日夜兼程，令淮数郡“开仓廪，赈乏绝”，还将饥民吃的“乌

昧草”带回京城，让仁宗皇帝及大臣们了解灾民的困苦，恳请他们减盛

宴，去奢华，节衣缩食，体恤灾民。

  范仲淹致仕三十余年，胸怀天下，从不图个人安享。他谪贬睦州为官（今

浙江桐庐一带），不到半年，就倡导修建“严子陵钓台”，向世人高扬“贪夫廉，懦

夫立”的钓台之风；赴乡梓之地苏州﹙太守﹚，创办苏州学府，为国育才；即使在延

州戍边、抵御西夏的繁忙工作之际，看到边寨荒凉，又挤出时间令人开凿出花香鸟语的

柳湖，以提振当地经济。对于不称职的官吏，一旦查清，便毫不留情地将其姓名从官吏名册

上划掉。即使达官显宦、亲朋好友从中劝说，也不为所动。《成语故事荟萃》还记载着范仲淹“一

笔勾销”的佳话。

  范仲淹到了晚年，他儿子准备为他“治第”（建大住宅），他断然拒绝。有人要替他在洛阳买一座园

林，他照样不肯，还说：“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晚年，他还谆谆教诫子弟要节俭，家书中这样提醒

他们：“老夫平生屡经风波，惟能忍穷，故得免祸。”

  名岂文章著，范仲淹用自己的行动说明了什么是廉洁，也得到了世人的赞誉。

史海钩沉


